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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扩张过程中的福利收益分配趋势分析
———基于时空数列模型的探讨

朱润东*

摘要: 本文以福利地图与修正的时空数列模型来探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扩张过程对各国( 地区) 福利收益产生的影响，揭示福利收益在各国( 地区) 间分配的时
空演变趋势。结果发现，福利地图的确能直观表现出随着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的不断扩张，区域内外各国( 地区) 的福利收益分配在时空上是如何演变的;根据经济
环境划分出的群落分布和加入了政治与社会文化环境后所得到的群落分布状况是不同
的;群落差异代表了各国( 地区) 经济和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性，也反映出在环境差
异下各国( 地区) 所获福利收益变动趋势的差异，四群落间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效应变动趋
势和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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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rans 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 TPP) 最初由新加坡、
新西兰、智利和文莱 4 国于 2005 年 7 月签署、2006 年 5 月正式生效。TPP 是一项涵盖货物贸易、原产地规

则、关税手续、贸易救济、技术性贸易壁垒、战略合作、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和竞争政策等广泛议题

的自由贸易协定。尽管 TPP 具备高度的开放性和贸易自由化特征，但由于参与国多为环太平洋地区小国，

其发展一直不受世人关注，直至美国 2008 年 9 月高调宣布将加入 TPP。随后，2009 年澳大利亚和秘鲁宣布

加入 TPP，2010 年马来西亚加入 TPP，越南成为 TPP 谈判成员，2012 年 10 月墨西哥也正式宣布加入 TPP。
随着 TPP 的不断扩张，TPP 的总体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同时，其所包含的福利收益份额也随之迅速扩

大，TPP 扩张过程中的福利收益大小和分配状况成为值得研究的内容之一。从经济收益领域来看，万璐
( 2011) 研究发现美国加入 TPP 之后，TPP 原成员在宏观经济收益上呈现正效应，而区外国家( 地区) 将受损，

美国所得到的宏观经济收益虽为正但十分有限。从社会政治文化等非经济收益领域来看，一方面是美国借

助加入 TPP 作为其重返亚太核心地位的一块重要跳板( 皇甫平丽，2010) ，另一方面是 TPP 国家也乐意看到

大国的加入及其带来的巨大市场和利益( 何力，2011) 。以上有关 TPP 扩张过程中的经济收益分析是比较静

态分析，没有引入动态变动和空间相关性，所以对于收益分配的未来变动趋势无法作出描述，而有关非经济

收益的分析则基本上停留在定性分析之上，没有纳入定量分析的框架之中。
之前有关经济一体化效应演变的文献大多使用时间数列模型加以讨论。但一国( 地区) 参与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效应大小及其变动状况不仅仅与该国( 地区) 经济环境的时间数列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与该国( 地

区) 和其他国家( 地区) 间的地缘位置有关。当模型选用了一系列国家或地区的时间数列数据时，单变量的

时间数列在分析区域内福利分配存在其固有缺陷: 向量时间数列模型( 即 VAR 模型) 可以用于预测多变量

间的动态关系，但是 其 关 注 的 关 系 主 要 体 现 在 分 析 数 列 间 在 时 间 上 是 否 同 时 相 关 ( contemporaneously
related) 、一数列领先一数列或两数列之间存在反馈关系之一，没有考虑空间相关(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关

系是否存在于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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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时间数列分析方法忽略了空间相关关系在系统中的影响作用，那么空间经济学是否是研究区域福

利分配及其演变的好方法之一呢? 空间经济学常被用于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及其演变过程，其核

心思想强调经济发展的非连续性和非单调性，力图在同质性空间中找到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差异的内生性因

素①。所以，空间经济学更强调经济活动的非连续过程和突发事件的冲击性影响过程，缺乏对外部冲击下经

济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共同扩散的传导现象进行统一的描绘。
本文运用的时空数列模型方法，不仅强调了以加权矩阵描述各个变量间的空间相关关系，指出同一群落

内变量的同质性和不同群落间变量的异质性特征，还将各变量的时间连续性与空间连续性相联系，给出一幅

有关变量在时空运动过程中的连续演变图。所以，时空数列模型实质上涵盖了时间数列模型方法和空间经

济学方法的有关优势，而回避了二者的劣势。
早些年时空数列模型常用于环境科学和物理学领域，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才有一些学者将其引入经

济学分析之中，如对中国台湾地区失业率演变的时空数列分析( 吴柏林、陈雅玫，1994) 等。但这些应用都还

是初步的尝试，所用统计变量和数据都较少，所分析的经济现象也较为简单。近几年，有学者开始将此方法

引入经济一体化经济效应分析，如对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增长效应的时空数列分析( 朱润东、吴柏林，

2010) 等。但这些研究经济效应的文献，只选取了一些经济类变量，没有引入政治和社会文化类变量，研究

对象的地缘差异还体现得不够。
本文主要目的是通过建构一种时空数列模型，在经济类变量组的基础上引入政治与社会文化类非经济

变量，具体划分国别( 地区) 在群落中的分布，测定 TPP 扩张过程作为一种冲击因素对各国( 地区) 福利收益

分配的影响，并通过绘制出福利收益地图，直观显示 TPP 区域内外国家( 地区) 受影响的程度与福利收益分

配的动态演变过程，揭示 TPP 扩张过程中各国( 地区) 福利收益的变动趋势和构成特点。

二、模型的构建

时间数列一般分析变量之间的自回归及时间相关关系，没有考虑到这些数据搜集的位置对研究结果的

影响，而当观察值在邻近不同区域之间呈现某种系统性相关时，该现象被称为空间相关。时空数列则主要描

述不同区域之间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动态相关关系，所以，它有效弥补了时间数列的缺陷，是一种有效分析变

量的时间演变过程与其空间交错联系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方法。
( 一) STARMA 模型的构建

假设空间中有 N 个固定位置，Yt 代表在时间 t 对 N 的定位所得观察值组成的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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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基于定义 Yt 的时空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Space － Time Autoregrssive Moving － Average Model，简记

为 STARMA 模型) 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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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做 STARMA( p，λ1，λ2，…，λp，q，m1，m2，…，mq ) ，其中，p 表示自回归阶数，q 表示移动平均阶数，λk 表

示第 k 个自回归项的空间阶数，mk 表示第 k 个自移动平均项的空间阶数，kl 表示时间滞后 k 期、空间滞后 l
期的自回归项系数，θkl 表示时间滞后 k 期、空间滞后 l 期的移动平均项系数，at 表示 t 时点时的随机误差项，

且服从多变量正态分布，满足 E( at，a't + s ) = G( 若 s = 0) 或 E( at，a't + s ) = 0( 若 s≠0) ，其中，G = σ2 IN，W( l) 表示

空间阶数为 l 的加权系数矩阵，通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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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 0) = IN

( 二) 空间阶数与加权矩阵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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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数列模型最大的特点是利用加权矩阵来描述各个位置间的关系，所以首先要确定空间阶数( spatial
order) 与计算加权矩阵。本文根据 Besag( 1974) 在规则空间系统中订立空间阶数的方法，考察特定位置与邻

近位置的抽象距离，定义距离相近者属于相同的空间阶数。而作为描述抽象距离的加权矩阵，其权数由数据

的属性关系所决定，即在所研究内容并非真实的空间系统情况下，用数据的属性的人为量化值作为权数。这

种方法在朱润东和吴柏林( 2010) 的论文中得以运用。
首先要确 定 模 型 的 空 间 阶 数。利 用 样 本 的 时 空 自 相 关 函 数 ( space － time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STACF) 和时空偏自相关函数 ( space － time partial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STPACF) ，比较二者结果以确定一

个适合的空间阶数①。
然后估计此模型中的参数，使得残差值达到最小。在参数估计中，常用的方法有最大似然估计法

( MLE) 与条件最小平方法( Conditional LSE) 。我们在此选用条件 LSE 计算参数。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由于

条件 LSE 和 MLE 都在误差平方和最小时求得，只要在正态分布假设条件下，两种残差值应相等。所以，只要

保证 N 足够大，就可以用条件 LSE 来近似得到真实 MLE。

三、数据的采集和归类

本文所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和 OECD 经济数据库，选用了

1990 － 2011 年国别( 地区) 的宏观经济样本数据和社会政治文化类数据。
具体来说，本文选取了 TPP 的 8 个成员国( 美国、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

亚) 以及 TPP 之外的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日本作为空间样本②，采集了这些国家( 地区) 在 1990 － 2011 年间

经济、政治与社会类数据作为时间样本，再引入一体化类数据作为冲击变量( 其中包含一体化效应数据和一

体化虚拟数据) 。所以，本文选用的数据包含三个大类———经济环境类、政治与社会文化环境类和一体化冲

击效应类。
在第一大类中，本文以 11 个国家( 地区) 的空间样本在 1990 － 2011 年间经济环境类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这一大类变量分为五个子类共 10 组指标变量，第一类是经济增长类数据，包括实际经济增长率( 单位: %，

以下比率单位与此相同) 和就业人口的人均 GDP( 单位: 万美元) ; 第二类是就业水平类数据，包括就业率和

就业人口总量( 单位: 亿人) ; 第三类是金融与投资类数据，包括按 GDP 平滑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资本形

成率和储蓄率; 第四类是对外收支平衡类数据，包括经常账户余额占 GDP 比重; 第五类是政府与公共债务类

数据，包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和公共外债占 GDP 比重。
在第二大类中，本文选取 11 个国家( 地区) 的空间样本在 1990 － 2011 年间政治与社会文化环境类数据

作为研究对象。这一大类变量共分为三个子类共 10 组指标变量，其中第一类为国家政策与制度评估
( CPIA) 类数据，包括公共部门管理和机构集群平均值、社会包容性 /公平政策集群平均值、经济管理集群平

均值和结构政策集群平均值，四个指标中取值分别从 1 至 6，值越大表明政策与制度评估水平越高( 以下指

数值含义与此类似) ; 第二类为教育与研发支出类数据，包括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和教育公共开支占 GDP
比重; 第三类为其他类数据，包括国际开发协会( IDA) 资源分配指数( 取值范围: 1 至 6) 、法律权利力度指数
( 取值范围: 1 至 10) 、互联网用户占比和城市改善水源占总人口比重。

在第三大类中，本文选取 11 个国家( 地区) 的空间样本在 2002 － 2011 年间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

织的经济效应类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这一大类变量共包含 5 组指标变量，分别为偿债总额占出口额比重、加
权平均关税率、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增长率、进出口值占 GDP 比重的增长率、平均进口渗透率的变化率。当

经济一体化建立时，一国( 地区) 出口与进口值会上升，关税率会下降，FDI 流入会增加，所以为了使变量变化

所表示的一体化效应变动是同方向的，本文取前两组变量为负值，后三组变量为正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减少年度数据的周期变动对集群分类的影响，本文对于各种总量数据取近三年

数值的算术平均值，如 1995 年就业人口总量值为 1993 年、1994 年与 1995 年数值的算术平均值; 对于各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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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的数据缺失较多，所以在研究样本中去除了。另外，由于墨西哥于 2012 年 10 月才正式加入 TPP，并承诺对 TPP已
达成或即将达成的协议不得重开谈判而只能全盘跟进接受。这实质上使得墨西哥在 2005 － 2011 年乃至未来数年中无法根据
本国环境变动情况来参与 TPP谈判或调整本国经济与非经济政策以获得预期的福利收益，其福利收益增长情况必然是扭曲
的。为了保证本文研究能获得相对一般的结论，故将墨西哥也从研究样本中去除。



率数据取近五年数值的几何平均值，如 1995 年实际经济增长率为 1991 年、1992 年、1993 年、1994 年与 1995
年数值的几何平均值。

四、实证的结果和分析

本文将所研究 11 个国家( 地区) 的经济与非经济环境的相似程度抽象为空间距离，从而定义出福利地

图( welfare map) ，而相似程度所代表的空间距离暗示了它们之间环境的空间相关关系。然后，利用集群分析
( cluster analysis) 与多元尺度分析( MDS) 方法，确定时空数列在福利地图上的空间阶数。

( 一) 经济与非经济环境相似程度的定义

本文首先利用第一大类数据，以集群分析的 K － Means 方法确定 11 个国家( 地区) 的群落关系。经集群

分析指定 4 群进行分类①。
其中，群落阶次表明各国( 地区) 环境的相似性，而福利地图表示这些国家( 地区) 在亚太地区开展国际

经贸合作所获得经济类福利收益的相似程度: 如果两国( 地区) 间的经济环境越相似，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的

程度也越大，当经济一体化引起某一国( 地区) 经济类福利增长，这种冲击下的增长效应越可能同时影响到

同群落内其他“相似”的国家( 地区) ，两国( 地区) 福利收益分配也应该属于相同的档次。
通过对 11 个样本国家( 地区) 按 4 个群落进行群落划分②，结果得到在 1990 － 2004 年间，新加坡、新西

兰和中国香港为一群，澳大利亚和智利为一群，秘鲁、马来西亚和越南为一群，中国大陆、美国和日本为一群。
而在 2005 － 2011 年间，4 类群落中所包含的国别( 地区) 出现了多次变动。其中，2006 － 2007 年间，新加坡、
新西兰和中国香港为一群，美国单独为一群，中国大陆、日本和澳大利亚为一群，其他四国为一群; 2008 －
2009 年间，新加坡、美国、新西兰和中国香港为一群，日本单独为一群，中国大陆和澳大利亚为一群，其他四

国为一群; 2010 年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香港为一群，中国大陆单独为一群，日本单独为一

群，其他四国为一群; 2011 年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西兰和中国香港为一群，日本单独为一

群，中国大陆单独为一群，其他三国为一群。
结果显示仅以经济类福利收益作为考察目标，结果是不令人满意的: 各国( 地区) 在群落间迁跃的现象

十分频繁，不能得出稳定的结论。这可能与当前新加入 TPP 国家还在谈判、未签署具体的经济性协议有关。
第二步，本文引入非经济因素，利用第一、第二大类数据做一次集群分析。
第二次集群分析的结果显示，1990 － 2000 年间，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为一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一群，

美国、中国大陆和日本为一群，其他国家为一群; 2001 － 2011 年间，4 类群落中所包含的国别( 地区) 同样出

现了多次变动。其中，2001 － 2005 年间，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新西兰为一群，美国单独为一群，中国大陆、日
本和澳大利亚为一群，其他四国为一群; 2006 － 2007 年间，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新西兰为一群，美国和日本为

一群，中国大陆单独成为一群，其他国家为一群; 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这四年，4 类群落所包括

的国家( 地区) 也都各不相同。
两次集群分析结果都显示在 2005 年左右到 2011 年间，11 个国家( 地区) 福利收益的群落关系发生了剧

烈的变动，而在此之前的群落关系是相对稳定的。这表明可能存在冲击性因素在此期间内对于各国( 地区)

总福利收益分配产生了影响，所以有必要找到这种冲击性因素并引入相关变量，再进行一次集群分析。
第三步，本文利用第一、二、三类数据再做一次集群分析。
第三次集群分析的结果显示，在 1990 － 2000 年间，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为一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一

群，美国、中国大陆和日本为一群，其他国家为一群; 2001 － 2005 年间，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新西兰为一群，美

国单独为一群，中国大陆、日本和澳大利亚为一群，其他四国为一群; 2006 － 2010 年间，新加坡、新西兰和智

利为一群，美国为一群，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日本为一群，其他国家为一群; 2011 年间，新加坡、新西兰、智
利、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秘鲁为一群，美国为一群，日本为一群，越南、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为一群。

根据 TPP 成立于 2005 年、2008 年美国加入 TPP、2009 年秘鲁和澳大利亚加入 TPP、2010 年马来西亚加

入 TPP 和越南参与 TPP 谈判，不难发现每次群落所包含的国别( 地区) 的变动与 TPP 的扩张进程是近似匹配

的，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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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 STACF和 STPACF所得空间阶数分别为 4 和 3，但经过群落分析后发现空间阶数为 4 阶的模拟程度更高，故选用 4
阶作为最终空间阶数。

首先对第一大类数据经过加权后得到所需向量组，再将这些向量组按 4 群落进行 K － means群落划分，最后得出每一群
落所包含的国家( 地区) 。



( 二) 福利增长效应空间扩散度的衡量与群落特征分析

各国( 地区) 福利收益分配状况往往通过福利增长率的变动差异所体现，福利增长率增长速度越快，表

明该国( 地区) 福利收益分配所得相对增大，反之表明福利收益分配所得相对减少，而当福利增长率为负时，

表明福利收益分配绝对量减少。所以，衡量福利增长效应并探讨其空间扩散度的状况对于展示福利收益分

配的动态时空演变过程是必需的工作。同时，为了进一步验证“TPP 的扩张进程与 11 个国家( 地区) 集群分

类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这一论断，必须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之上讨论群落间差异与群落内的专有特征，并将

其与 TPP 成立与扩张的过程作对比分析。
本文将先讨论在原有 APEC 条件下，福利效应在各国( 地区) 间扩散的时空变化情况。
首先，讨论 1990 － 2005 年 TPP 成立之前的情况。根据表 1 所示，在 1990 － 2000 年间，11 个国家( 地区)

总福利收益轨迹都大致历经了从加速增长到平稳增长的过程，福利增长由加速到平稳的拐点在 1998 年前

后，这主要可能是由于 APEC 成立于 1989 年，各国( 地区) 历经了 APEC 成立后的福利收益加速增长阶段，而

终结于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 2001 － 2005 年间，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的福利

收益又呈现出加速增长态势，日本的福利收益增长不断回落，其他国家的福利收益基本保持了平稳增长，这

主要可能是由 2002 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及随之带动的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的经贸往来加速引起的，而

日本在此期间由于政治局面的不稳定性加剧和经济政策的不断失策使其总福利水平增长不断回落。

表 1 11 个国家( 地区) 1990 －2005 年间总福利收益增长率( 单位: % )
年份 美国 新加坡 新西兰 智利 澳大利亚 秘鲁 马来西亚 越南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日本
1990 3． 12 2． 51 0． 90 － 0． 33 0． 92 0． 29 1． 49 3． 06 0． 34 3． 31 2． 19
1991 4． 17 2． 60 1． 11 － 0． 17 0． 56 0． 43 1． 35 3． 28 3． 23 4． 25 4． 34
1992 4． 75 2． 62 1． 43 0． 56 2． 85 0． 94 3． 76 5． 44 5． 45 3． 54 3． 93
1993 5． 01 2． 65 1． 54 3． 45 4． 41 3． 29 7． 43 7． 24 5． 67 6． 11 4． 02
1994 5． 33 3． 67 1． 45 4． 67 4． 76 4． 56 6． 94 10． 19 5． 38 7． 38 4． 24
1995 0． 38 5． 24 2． 39 5． 88 4． 94 4． 98 7． 89 13． 87 6． 64 7． 92 5． 10
1996 5． 87 3． 22 3． 33 11． 01 5． 83 5． 03 9． 02 17． 67 7． 25 8． 11 5． 34
1997 0． 34 － 1． 14 0． 66 6． 01 1． 74 3． 00 3． 50 13． 82 7． 11 0． 14 0． 88
1998 0． 02 － 0． 33 － 3． 33 1． 01 0． 90 2． 00 － 1． 99 5． 24 4． 14 － 0． 02 － 1． 57
1999 0． 10 0． 01 － 0． 76 － 0． 55 1． 21 0． 95 － 1． 87 1． 98 2． 98 2． 11 － 0． 54
2000 0． 17 1． 42 1． 01 2． 68 2． 00 2． 59 0． 03 3． 11 9． 20 4． 23 0． 97
2001 0． 16 1． 60 1． 50 2． 01 1． 98 2． 34 0． 18 3． 24 7． 44 4． 72 3． 89
2002 0． 25 2． 00 1． 79 0． 89 2． 63 1． 96 3． 58 6． 98 7． 26 5． 36 2． 96
2003 0． 33 1． 98 2 1． 43 2． 64 2． 23 3． 98 8． 10 8． 20 6． 98 2． 54
2004 0． 30 2． 42 2． 54 1． 57 2． 98 1． 69 5． 33 9． 63 9． 07 11． 02 2． 11
2005 0． 49 2． 51 2． 33 1． 67 2． 29 2． 65 6． 26 9． 92 9． 49 10． 83 1． 37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是作者根据加权矩阵和三大类研究数据加权计算所得，所得结果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然后，讨论 TPP 成立并不断扩张的 2006 － 2011 年间各国( 地区) 福利收益增长的状况。根据表 2 所示，

在 2006 － 2011 年间，美国总福利收益稳步提高，其中，经济类收益增长十分有限，而非经济类收益增长迅速;

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总福利收益也迅速增加，但主要来源于经济类收益; 澳大利亚和秘鲁总福利收益小幅

加速，经济类收益占总收益的 70% ～80% ; 马来西亚和越南的总福利收益无明显加速，总收益也主要源于经

济类收益; 日本总福利收益出现大幅下降趋势，其中经济类收益小幅下降，但非经济类收益加速下降; 中国大

陆和中国香港总福利收益、经济类和非经济类收益增速与相互间占比都基本不变。

表 2 11 个国家( 地区) 2006 －2011 年间福利收益增长率分类表( 单位: % )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美国
总福利 0． 52 1． 01 2． 11 2． 45 2． 49 2． 58
经济福利 0． 06 0． 02 0． 03 0． 02 0． 02 0． 01
非经济福利 0． 98 2． 00 4． 19 4． 88 4． 96 5． 15

新加坡
总福利 2． 27 3． 33 3． 67 4． 26 4． 56 5． 02
经济福利 4． 63 6． 33 6． 93 8． 22 8． 76 10． 03
非经济福利 － 0． 09 0． 33 0． 41 0． 30 0． 36 0． 01

新西兰
总福利 2． 76 3． 17 4． 81 4． 84 5． 22 5． 31
经济福利 5． 58 6． 33 8． 92 8． 86 9． 97 10． 20
非经济福利 － 0． 06 0． 01 0． 70 0． 82 0． 47 0． 42

智利
总福利 1． 66 1． 89 2． 01 4． 43 4． 59 5． 03
经济福利 3． 27 4． 33 5． 06 8． 38 9． 28 9． 99
非经济福利 0． 05 － 0． 55 － 1． 04 0． 48 － 0． 10 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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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11 个国家( 地区) 2006 －2011 年间福利收益增长率分类表( 单位: % )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澳大利亚
总福利 2． 23 2． 17 2． 18 2． 19 2． 22 2． 32
经济福利 2． 88 2． 89 2． 96 3． 00 3． 02 3． 32
非经济福利 1． 58 1． 45 1． 40 1． 38 1． 42 1． 32

秘鲁
总福利 2． 77 2． 81 2． 82 2． 91 2． 96 3． 13
经济福利 3． 83 3． 96 5． 01 3． 85 4． 67 5． 63
非经济福利 1． 71 1． 66 0． 63 1． 97 1． 25 0． 63

马来西亚
总福利 6． 33 6． 46 6． 28 5． 97 6． 01 6． 29
经济福利 9． 26 9． 85 10． 73 11． 26 11． 90 11． 89
非经济福利 3． 40 3． 07 1． 83 0． 68 0． 12 0． 69

越南
总福利 9． 79 7． 49 7． 23 8． 10 8． 52 7． 88
经济福利 15． 11 14． 65 14． 15 14． 72 13． 86 13． 27
非经济福利 4． 47 0． 33 0． 31 1． 48 3． 18 2． 49

中国大陆
总福利 8． 51 8． 20 8． 15 8． 24 8． 33 8． 02
经济福利 6． 85 6． 23 6． 93 6． 98 7． 02 6． 54
非经济福利 10． 17 10． 17 9． 37 9． 50 9． 64 9． 50

中国香港
总福利 11． 16 10． 83 11． 20 10． 73 11． 10 10． 54
经济福利 10． 05 11． 37 12． 52 9． 69 10． 23 11． 33
非经济福利 12． 27 10． 29 9． 88 11． 77 11． 97 9． 75

日本
总福利 1． 43 1． 10 － 0． 14 － 1． 14 － 1． 27 － 1． 33
经济福利 － 1． 48 － 2． 10 － 2． 56 － 2． 25 － 2． 43 － 2． 60
非经济福利 4． 34 4． 30 2． 28 － 0． 03 － 0． 11 － 0． 06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是作者根据加权矩阵和三大类研究数据加权计算所得，所得结果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 三) 福利地图的绘制

综合以上计量结果，为了更直观地呈示出福利收益增长在各国( 地区) 间的演变规律，本文根据 11 个国

家( 地区) 福利收益增长率绘制时空演变图，如图 1。

资料来源:根据表 1 和表 2 整理得到。

图 1 11 个国家( 地区) 福利收益分配的时空演变图

图 1 显示在 1990 － 2000 年间，各国( 地区) 福利收益增长率基本上是同步同方向变动的，即在某些时期

同时上升，在某些时期同时下降; 在 2000 年后，各国( 地区) 福利收益增长率变动发生了分化，即在某些时期

有些国家( 地区) 上升、有些国家( 地区) 基本保持不变、有些国家( 地区) 有所下降。更进一步，在 2005 年之

后，各国( 地区) 福利收益增长水平不仅在变动趋势上有所不同，在福利收益水平上也呈现了发散的趋势，即

各国( 地区) 间福利收益增长率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一定的差距，这表明原有分配格局被打破了，

新的分配格局正在形成之中。
通过对图 1 的简要分析，结合 TPP 成立的背景和扩张历程，本文认为在 2000 年后，由于多边贸易体系一

直进展缓慢，各国( 地区) 更多地通过双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在谋求对全球资源的共享，国家( 地区)

间福利收益出现分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TPP 的成立体现了一种新的一体化风格，即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

上建立一体化合作。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不仅使得成员国在经济领域获得了福利收益，也使各成员国在政

治和社会文化领域达成了更多的认同和协作，提高了非经济领域的福利收益。于是，TPP 成立时的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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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后陆续加入的国家都较区域外国家( 地区) 获得了更多的福利收益增长率( 马来西亚和越南是例外，这

可能是由于两国于 2010 年加入 TPP，福利收益增长率的变动尚未及时反映出来)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美国，美国自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至 2005 年间，总福利收益增长率一直低于 0． 5%，而在其加入 TPP 的
2008 年其总福利收益增长率就迅速增加到 2%以上，并连续多年稳中有升。这表明加入 TPP 对于美国福利

收益是有利的，而其中最大的贡献源于加入 TPP 后美国非经济领域的福利增长。这与其他国家加入 TPP 后

福利收益增长率多源于经济领域是不同的。
最后，对于至今尚未加入 TPP 的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日本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它们的福利收益增长率

变动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其中，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的总福利收益增长率未出现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大陆作为当今世

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都在与日俱增，TPP 的成立和扩张虽然对于中国经济领

域中的福利收益有一些负面影响，但实际影响程度是十分有限的①。中国香港作为一个发达的自由港，自身

的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和民主意识一直都居于世界前列，与 TPP 之中的东南亚各国都有着广泛的交流与合

作，2000 年后，中国大陆在帮助香港地区走出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为了促进香港地区的发展，一方面强调

香港地区的高度自治权，另一方面也给予香港地区诸多的扶持与帮助，香港地区的政治地位和执政效率也在

稳步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 TPP 对中国香港地区的福利收益产生的影响。
反之，日本总福利收益增长率在 2001 年之前在 11 个国家( 地区) 中一直保持中等偏上的水平，但在此

之后增长率却不断下滑，甚至在 2008 年后产生了负增长。这首先是与日本国内经济与政治问题不断、国际

上的一体化合作进程总慢人一拍有关。日本自 1993 年后就进入了其自称为“失去的二十年”: 首先是政局

不稳，日本首相更迭频繁，党派斗争激烈，政策缺乏稳定性和有效性; 其次是经济提振乏力，日本运用了各种

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但收效甚微，到了 2000 年之后，所能用到的经济调控工具已经捉襟见肘; 再次是社会

环境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恶化，由于长期经济不景气，人们又渴望能尽快出现转机，日本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

焦虑的情绪，价值观出现了分化，狭隘民主主义思潮已然出现。最后是对外经济一体化合作的滞后，从东北

亚经济一体化的构想迟迟不能付诸实现到东盟“10 + 3”的最后一位加入，日本在经济一体化合作领域似乎

总慢人一拍。综上所述，日本在 TPP 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着诸多问题，其在国际上的经济与政治地位正不

断下降。TPP 的成立，特别是美国于 2008 年高调加入 TPP 之后，美国有意凸显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作用和

政治影响力，亚太各国( 地区) 为开拓更广大市场、谋求更大的综合性利益，在日本和美国之间自然会倒向美

国的怀抱。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加入 TPP 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本在该地区的经济与政治力量，使

得日本经济与非经济领域的福利收益增长率转为负值。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随着 TPP 成立和不断扩张，尤其在美国加入 TPP 之后，亚太国家( 地区) 福利收

益增长呈现出三种趋势和一个特例，一种是以 TPP 成员国( 美国除外) 为代表，其福利收益呈现加速增长趋

势; 一种是以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为代表，其福利收益增速未受到大的影响; 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其福利收

益增速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趋势; 特例就是美国加入 TPP 后的福利收益构成不同于其他 TPP 成员国，其非

经济领域的福利收益要远大于经济领域福利收益的比重，而其他 TPP 成员国的情况刚好相反。这三种趋势

和一个特例所代表的国家( 地区) 类别与之前按三类数据设定的 4 个群落分类是相类似的。这表明时空数

列模型所划定的群落类别和模拟出福利收益增长率变动趋势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

五、结论

在之前对于 TPP 福利效应分析的研究中，对于非经济领域的福利收益分析的文献大多是以定性分析为

主，而对于经济领域的福利收益进行计量分析的文献大多以静态分析和时间数列分析为主。这些文献忽略

了所收集的资料发生的地缘位置因素，而时间数列分析中潜在地假设各组变量间地缘位置等同或自相关是

不符合现实的，往往地缘位置的差别性会左右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所使用的时空数列模型可以将这些

地缘位置因素纳入到经济分析的系统之中。
本文选用了亚太地区 11 个国家( 地区) 在 1990 － 2011 年间的有关经济环境、政治与社会文化环境和区

域经济一体化冲击效应三组变量数据，运用时空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STARMA 模型) ，对 11 个国家( 地区)

进行了三次群落分类，并在计算出 11 个国家( 地区) 经济与非经济领域福利收益增长率的基础上绘制出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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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分之三左右。



地图，以揭示 TPP 成立与扩张过程中对区域内外部国家或地区所产生的福利收益影响，并描绘出在此影响下 11
个国家( 地区) 总福利收益增长率呈现出的不同趋势。归纳起来，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1． 利用集群分析的 K － Means 方法对 11 个国家( 地区) 进行了三次群落分类，结果显示各国( 地区) 经济

领域福利收益分配的群落分布和总福利收益分配的群落分布是不同的。经济环境的地缘位置差异的确引起

了经济领域福利收益增长的集群差异，而加上政治与社会文化领域的地缘差异，总福利收益增长又呈现新的

集群效应。
2． TPP 的成立和每次扩张都在改变 11 个国家( 地区) 在经济或非经济领域的地缘差异，从而改变了各国

( 地区) 的集群分类状况。在没有引入 TPP 冲击变量组时，11 个国家( 地区) 在 2005 年后的群落分类状况是

不稳定的，而在引入 TPP 冲击变量组后，群落分类状况变得稳定了。
3． 福利地图显示了 11 个国家( 地区) 福利收益增长率在 TPP 成立与扩张过程中各自呈现出的三种不同

的趋势和一个特例。三种不同趋势分别是: TPP 区域内国家聚合于同一群落之中而产生的福利收益加速增

长的趋势、TPP 区域外部分国家( 地区) 未受影响而保持福利收益稳定不变的趋势和区域外另一部分国家
( 地区) 受到负面影响而使福利收益不断降低的趋势。一个特例是美国在加入 TPP 后，福利收益增长率有所

上升，其中非经济领域的福利收益占总福利收益的大半，而其他 TPP 成员国经济收益是总福利收益的主要

贡献力量。
4． 三个不同趋势和一个特例所构成的四种群落与之前的群落分类状况相当吻合，这表明之前认为 TPP

的扩张过程和集群分类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的假设是成立的，同时也表明时空数列模型对于模拟福利收

益分配的演变过程，展现演变过程的趋势和特点是比较有效且直观的。
本文虽然选用时空数列模型有效且直观地分析了地缘关系与福利收益分配演变的相关关系，也在已有

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些非经济变量，但所选变量是否具有代表性还有待今后的实证加以检验。同时，在本

文中只笼统地给出了国别( 地区) 的群落分类状况，所以也只得出了有关国别( 地区) 的福利收益演变图，要

想了解冲击因素具体对于各国( 地区) 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影响，还有待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深入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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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in Trend of Welfare Gains’Distribution during the TPP’s
Expansion: Based on Spatial Time Series Model

Zhu Rundong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Huaqiao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welfare map and modified spatial time series model are adopt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TPP’s
expansion on national( regional) welfare gains，in order to reveal the space － tim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regional) welfare gains．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welfare map can directly demonstrate the space － tim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 regional ) welfare gains’
distribution in the TPP’s expansion process; the group distribution divided by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one divided by adding
up the political and socio － cultural environment are quite different with each other; the community difference represents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national( region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o － cultural environment，and also reflects the differences in trends of welfare
gains’fluctuation in each country( region) ． It shows that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trends of the effects and a special case which are
showed in the four groups．
Key Words: TPP; Welfare Map; Spatial Time Series Model; Group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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